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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一年中期，《新媒介科技手冊》(Handbook of New 

Media)第一版手稿於倫敦付梓。在該年版本中，我們與各章作

者針對新媒介科技的歷史、角色、功能、意義與內涵提出各種

觀察，及其在社會、文化與制度環境的各種應用。我們當時認

為網路資訊與傳播科技的研究，正迅速地以跨學門、跨專業和

跨觀點的方式散佈開來，而這也是該書所提各類觀點中最真實

的。然而相較於之前的版本，如果要說有什麼是當時未能提到

的，我們可以說：在第一版所指出的擴展及分化，發展速度比

預期的來得更快。在二○○一年版的緒言中(亦收錄在本書的

「緒論(二)」)，我們曾提到：在進行新媒介研究的調查及綜合

時，我們很難僅以某單一觀點為依據。即便如此，在新媒介研

究呈現的各種性質之中，「智識方面的兼容並蓄」以及「開放

性」這兩項性質，正是研究的可貴之處。我們當時出版該手冊，

用意就如目前這個版本一樣，旨在對新媒介研究紛擾割據的情

形提出矯治。正因為這種「巴爾幹半島化」的傾向，新媒介研

究分裂為數十種專門學術範疇，彼此之間未能進行溝通。 

在第一版中提到的變遷，有些很容易預測：新媒介(在羅

列出來的新媒介中，以「網際網路」作為一種原型)已成為一

種日常技術，在普及程度發達的國家中與社會相結合，完全融

緒 
論 
(一) 

1 



 

 

新媒介科技手冊  2 

入日常生活中。新媒介並未取代舊媒介，一如廣播並未在二十

世紀中期取代平面印刷媒介。實際的情形是資訊及傳播環境已

變得更個人化及商品化，並整合了印刷品、聲音、靜態及動態

影像、廣播、電信、電腦、以及其他的傳播及資訊分享模式和

管道。 

由上一段可以看出，新媒介與其他媒介及資訊來源也持續

同步進行匯流，差別在於：一九九○年代注重科技產品的推陳

出新及科技革新的速度，二○○○年之後則較重視產品精緻化

及應用多元化。資訊傳播科技(ICTs)之所以從革命性質過渡到

日常性質，部分肇因於兩項事件。不論在第一版緒論中，或是

在第一版各章中，皆未能預測這兩項事件。首先，二○○一年

發生了網路經濟(dot.com)泡沫化，網路商務榮景一夕之間破

滅。其次，該年年尾發生了九一一事件，人們很快意識到：全

球科技網路雖有可能受激進份子利用，但亦能用於抑制這些激

進理念。 

經濟前景下修，加上恐怖主義的暴力陰影盤旋不去，兩者

皆可鮮明地見於大眾媒介的描述，迅速冷卻了許多分析家所顧

慮的資訊科技產業「過熱」與投機情形，同時也引發了新的要

求，即須提出更為安全、穩定，而且普及的資訊傳播科技系統。

大眾原本關切新媒介的創意、新奇與風險，後來轉為關切新媒

介的管制、可靠程度與安全；學者所提出的社會變遷觀點，也

由革命論點轉移至演化論點。二○○四年，《新媒介與社會》

(New Media & Society)發行五週年特刊號，其中幾位撰稿者提

到：過去五年來資訊傳播科技變得平凡無奇，這反而值得關

注。另一項值得注意之處在於：為了滿足生活的各種需求、生

活常規以及期望(包括對「傳播」本身所抱持的期望，以及「傳

播」在社會中扮演何種角色)，資訊傳播科技進行了「同化」

(assimilation)及「重新建構」(recofiguration)(Lievrouw, 2004)。 

以上所提及的各種改變，並未令新媒介研究喪失動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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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恰恰相反。正因新媒介獲致了驚人的成功，學者目前更須面

對各種新問題，包括新媒介的規模與能力、網路建構與基礎建

設的健全程度、國際法制與國際管制架構、民眾信心、以及安

全與電子犯罪(參見 Livingstone即將出版的新書)。在新媒介成

為日常生活的常態之後，學者也必須提出更為豐富且成熟的理

論。在本書中，各章執筆者檢視了關於變遷的各種宣稱，衡量

證據，並試圖釐清觀念。執筆者據此指出了前方的各種路徑，

但也保持合理的懷疑。此外，執筆者也一貫地體認到，這些研

究固然呈現出各種深刻的觀點，但亦有其侷限之處。 

社會創新及科技創新的目標不斷呈現變動，學者在進行研

究時，也持續追逐這項不停變動的目標。在過程中，我們已記

下幾處里程碑，例如在上述《新媒介與社會》的特刊號中，作

者群之一的威爾曼(Wellman, 2004:124)提出了「網際網路研究

的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始於一九九○年代中期，威爾曼稱

其為「專家學者爭先提出預言」的時期，亦即樂觀地頌揚網際

網路所具備的潛力及網路所能引發的轉型。然而，其中亦零星

穿插著懷疑論者所提出反科技烏托邦(dystopian)預測。後來，隨

著世紀之交的網路經濟泡沫化，第二時期的研究轉為著重於更

為嚴格的證據探求，對網際網路的使用以及使用者進行記錄。

這種情形就如威爾曼及赫松絲薇特(Wellman and Haythornthwaite, 

2002: 4)所述，學者在研究網際網路時，開始視其為「從天上掉

落凡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目前則屬於第三時期，我

們希望本書在改版之後，能對此時期做出貢獻，亦即有助於從

「記錄」轉移至「分析」(Wellman, 2004: 27)。 

 

壹、定義的重新檢視 

 

 在第一版對新媒介進行定義時，我們拒絕僅以特定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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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管道或內容來作為依據。相反地，在提出定義時，除了

科技方面的因素，我們亦刻意融入社會、政治及經濟因素，將

新媒介定義為「各種資訊暨傳播科技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社會

情境」(參見本書原文第 23頁)。此外，我們亦依據執筆者絲塔

兒及鮑克(Susan Leigh Star and Geof Bowker)所提出的看法，明確

採用了三項要素，作為新媒介的基礎架構：(1)用以進行傳播或

傳遞資訊的器物或裝置(artifacts or devices)；(2)在從事傳播或進

行資訊分享時所進行的活動及實務；(3)圍繞著這些裝置及實務

而發展出來的社會安排或組織形式。在這本經過修訂的手冊

中，我們以這些項目為依據將各章重新組織，並將全書分為三

部分。第一部分檢視文化及社會情境之中的各種實務；第二部

分將焦點置於科技本身及科技設計與發展；第三部分則採取鉅

觀層次，從制度面來探討如何對新媒介科技及實務進行組織和

管理。在劃分這三大部分之後，我們已要求各章作者在進行主題

探討時皆須提出背景回顧，即該研究如何達到今日的面貌？提出

了哪些假說？遭遇哪些問題？該研究又與哪些領域產生交集？ 

 當然，不論何種科技(不僅限於資訊傳播科技)，皆可從「器

物」、「實務」以及「社會安排」來著手以進行範圍設定及分析。

為了進行傳播研究及相關領域的研究，科技在今日所引發的核

心問題就是：相較於舊式的資訊及傳播科技，新媒介在器物、

實務及社會安排方面所呈現的特徵是否有異？答案若為肯

定，則差異表現於哪些方面？ 

 在進行媒體研究時，長久以來一直依賴「大眾社會」(mass 

society)理論及現象。若要研究新媒介，我們就必須重新思考這

些理論及現象，這也是我們所得出的主要結論。在大眾媒介的

年代中，有一項相關但不同的架構，由三部分組成：產製

(production)、文本(text)以及閱聽人(audience)。這三個部分主導

了媒介研究及學術界，就如同我們在上文所提的，不論產製、

文本或閱聽人皆是基本而不可或缺的，也在各種不同學門中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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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討論，令媒體研究蓬勃發展。然而，我們至此所列出的兩種

架構，其間存在著重要差異。兩者相較，器物、實務或社會安

排不僅範疇比產製、文本以及閱聽人廣泛，而且也更呈全面「社

會化」。從先天上來說，前者也受到文化及歷史的影響�A。 

 更重要的是，在這種由三要素所構成的基礎架構之中，我

們並不事先指定任何既定的關係。對於產製、文本與閱聽人之

間所存在的線性關係(亦即產製創造出文本，而文本對閱聽人

產生影響或帶來衝擊，這種情形與「傳送者–訊息–接收者」

的傳播模式相同)，傳統大眾傳播學已耗時數十年欲從中掙

脫，近來也極力拆散這種線性關係。在新媒介研究中，並不假

設這種線性關係是必要的，正因如此，我們同時強調社會形塑

(social shaping)及社會結果(social consequences)。依據克倫

(Michel Callon)的說法，社會形塑與社會結果組成一個合奏團

(ensemble)。器物、實務與社會安排這三者間的動態連結，以

及三者間的相互依存性，正引導我們的分析焦點。然而，這些

動態的交互關係並非永遠皆具彈性。我們用基礎架構

(infrastructure)一詞，用意即是或多或少能呈現出：器物、實務

及社會安排(以及三者之間的關係)可以是日常的、鞏固的、體

制化的、固定的，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被視為理所當然，儘管程

度不一。 

 如同本書許多章節將呈現的，新媒介研究受到後工業理

論、晚期現代理論或後現代社會理論的影響極深，這些理論所

持看法的在於「出現了新經濟秩序：這種新經濟秩序的特徵在

於將資訊及理論知識置於中心位置，也在於從貨物製造轉移至

服務業的社會」〔Golding, 2000: 169；參見本書韋伯斯特(Webster)

所著第二十一章〕。這種轉移的特徵包括資訊商品化、資訊傳

                                                 
：�A當然，不論產製、文本，或閱聽人，亦皆會受文化及歷史影響。
然而，在傳播研究的行政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傳統中，目的即在
於讓這些現象能脫離構成這些現象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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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科技(ICTs)的廣泛散佈、訊息形式及內容形式的多樣化、各

種交互連結的社會及技術網路，尤以「資訊工作」(information 

work)的興起及抽象知識特別受到重視。若採後工業或資訊社

會框架來解釋新媒介技術，上述特徵皆為不可或缺的要素

(Schement and Lievrouw, 1987)，也被新媒介研究視為理所當

然。然而，在大眾社會及大眾媒介理論之中，上述特徵卻不具

重要性。 

 新媒介研究已累積一系列值得注意的文獻，從這些文獻中

可以看出，原本由大眾社會所呈現的外貌較具秩序，然而這樣

的外貌在許多方面已轉變為新興的環境，即各種網路形式、網路

角色、網路關係以及網路動力。不論大量製造、大量散佈或是規

模經濟，現在皆須與下列三者進行競爭：網絡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累積優勢過程(cumulative advantage processes)以及冪

次法則(power laws)�B。在先前的研究中，檢視了閱聽人、訊息

接收與影響，然而目前還必須解釋下列要素：使用者與用途、

互動性、重新建構以及互相影響性。在過去，線性敘事、文類

與特定媒介技術相連繫(小說、好萊塢電影、黑膠唱片、犯罪

影集)，現在則被納入具備超連結的混種內容中，經由各種不

同的管道產生並進行分享。資訊、傳播及中介彼此複雜地連結

在一起，而且已不僅只是傳播研究或一些相關專門研究的領

域。今日，對這種現象極感興趣並加以研究的，包括了社會科

學、藝術及人文科學。因此，新媒介研究有必要採用各種跨學

門途徑，儘管這些途徑帶來了理論及方法學方面的挑戰，並結

合各個不同的領域，雖然有時也造成這些領域間的衝突。 

 因此，傳播及媒介研究正身處概念及跨學門的十字路口。

                                                 
：若欲更加瞭解網路的各種外部性，參看本書執筆者李弗羅�B

(Lievrouw)所著章節。胡伯曼(Huberman, 2000)則為「累積優勢過程」
以及「冪次法則」提供了簡明的解釋，尤其是這兩者與網際網路
相關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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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們在下文將呈現的，現在該重新思考「大眾」在科技及社

會中的角色，新媒介之所以被稱為「新的」，之所以迴異於過

去的大眾媒介，有一項論點認為原因在於：新媒介科技在發展

時，採用了社會形塑的發展方式，並且造成了各種社會結果。

在對於「大眾」進行再思考之前，我們先來看看這項論點。 

 

貳、資訊傳播科技的社會形塑 

 

 「社會形塑」(social shaping)一詞借用自對「科技」所進行

的研究。在一九七○年代及一九八○年代對科技的研究中，若

想批評強烈的科技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並且轉為

朝向強烈的社會決定論(social determinism)，「社會形塑」這個

詞彙屢被提及(MacKenzie and Wajcman, 1999)。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數十年前對大眾傳播進行研究，並提出觀察：「在

科技決定論中，研究與發展被假定為自我生成的。新科技發明

被視為發生於一個獨立空間中，造成了新社會或新的人類狀

況」(Williams, 1974: 13，粗楷體字為原作者所加)。在近來的文

化研究、媒介藝術及設計研究中，談到新媒介時往往採取科技

決定論的觀點(例如 Manovich, 2001; Poster, 1990; Stone, 1995)。

然而，在社會科學的新媒介研究者中，若以科技創新來充當原

因，社會充當其結果，這種論點事實上受到一致反對(例如參

見 Woolgar, 2002)。學者們採取相反的看法：「科技並非獨立於

社會之外，而是讓社會得以存在的因素之一。換句話說，科技

是構成社會的元素之一」(MacKenzie and Wajcman, 1999: 23)，

而這項社會決定論觀點，也傳遞至傳播研究、文化研究、資訊

研究，以及一九八○年代的其他領域。在傳播研究中，原本普

遍可見採取科技決定論的「新社會」(new society)論述，在一

九九○年代早期則被社會決定論取代。社會決定論接著成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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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研究的主要觀點(Boczkowski and Lievrouw, forthcoming; 

Livingstone, in press)。 

 本書將「社會形塑」列為副標題，看似與強烈的社會決定

論觀點連繫在一起，然而，我們所提到的社會形塑意指一種較

為雙向的形塑過程，由科技發展與社會實務來共同決定(細部

討論參見 Boczkowski, 2004)。如我們在第一版緒論所提到的，

「一方面，對於傳播管道(agency)及行動(action)表達了關注；

另一方面，則關注各種社會效果、社會結構以及社會影響」

(Boczkowski, 2002: 11)。我們引述拉圖(Bruno Latour)的一段重要

看法：「科技就是社會的固久化」(Latour, 1991: 103)。對於如何

創造科技、如何瞭解科技、以及如何使用科技，人們一直具有

選擇。然而，若科技變得非常廣泛而融入生活，且被視為理所

當然(例如電話、電視、報紙出版以及愈來愈普及的網際網

路)，這些科技也往往會對現有選擇範圍造成限制。這種情形

也是一種社會過程，就如阿格雷(Agre)所述：「每一個系統皆能

承載一定數量的詮釋，而詮釋的範圍大小，則端視系統被賦予

什麼樣的論述」(Agre, 2004: 27)。因此，科技、行動、社會情

境彼此相互影響，為不可分割的現象�C。 

 不論科技、行動或社會情境，皆可置於「晚期現代」這一
                                                 
：若將科技決定論視為一項「科技理論」，較之於將科技決定論視�C
為一項「社會理論」，兩者有何區別？麥克肯賽與瓦克曼(MacKenzine and 
Wajcman, 1999)探討了這種區別，可適用於此。若作為一項科技理論，「科
技決定論」顯然是失敗的：科技創新完全是一項社會過程，來自於概念、
設計、產製、行銷、散佈、挪用、使用，以及結果。然而，若作為一項
社會及社會變遷的理論，我們或許可以同意麥克肯賽與瓦克曼
(MacKenzine and Wajcman, 1999: 3)的看法：科技決定論若作為一項社會
理論，「有部份是說得通的」。換句話說，若我們充份瞭解科技是社會的
產品，其中包含了各種人類關係，我們就可以賦予科技「行動者」的角
色，並與其他的行動者並列，以便於我們對各種社會過程進行辯論及討
論，不論這些社會過程為教育、政治生活、兒童、勞工，或是其他。然
而，這種看法仍有其不足之處。原因在於：「科技決定論雖然可以部份作
為一項社會理論(科技不僅在實體及生物方面具有重要性，也影響了人類
彼此之間的關係)，然而，正因科技決定論不足以作為一項科技理論，社
會中的政治生活亦因此變得貧乏」(MacKenzine and Wajcman, 199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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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較為廣泛的分析框架之中，運用此框架可以指認出多種關於

「變遷」的向量。阿巴杜賴(Appadurai, 1996: 33-6)指出了五項

關於「變遷」的關鍵層面，循著這些層面看待標題的「社會形

塑」及「社會結果」時，我們可以對其中的「社會」兩字進行

分析。這五項層面是：族裔景觀(ethnoscape，關於個人、身分

認同以及離散社會的景況變遷)、科技景觀(technoscape，流動

的、網路化的科技建構)、金融景觀(finacescapes，全球資本的

特性)、媒介景觀(mediascapes，資訊的散佈、影響以及閱聽人)

以及理念景觀(ideoscapes，藉由各種理念及反理念，將形象及

想法與國家的權威連繫起來)。不論是否贊同這些景觀(尤其把

科技景觀與媒介景觀分開)，阿巴杜賴的目的與本書各章的許

多作者一樣，在於檢視經濟、文化及政治的分離之處，這點極

為重要。而之所以產生分離，肇因於各方匯流後所產生的互

動，因此為「社會」兩字帶來動態的而非靜態的概念。 

 

一、再組合 
 

 在第一版分析「社會」這項動力時，聚焦於兩項與之相關

的社會形塑模式，藉由兩項模式來探討新媒介與傳統、線性、

一對多的大眾媒介過程及效果，我們相信能將兩者區分開來。

第一種模式是再組合(recombination)，亦即「在相互連結的科技

網路及體制網路中，持續混合現有的科技及創新發明」(參見

本書原文第 23頁)。「再組合」具有兩種主要形式：趨同

(convergence)及趨異(divergence)。這兩種形式可見於下列各項

發展：新媒介科技的發展、訊息形式的發展、社會實務的發展

及文化／經濟體制的發展。新媒介科技來自於人類持續不斷的

行動，也出自於現有的技術及文化資源，因此新媒介科技得以

不斷地「再更新」。在創造新媒介科技時，雖然往往出自於特

定目的及用途，但這些新科技往往用於原本預料之外的用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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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新科技可能遭遇再發明、重新建構、遭破壞、被改裝、受

駭客侵襲，或是遭到漠視。藉由這項過程，加上往往於預料之

外的結果，強化了常伴隨著資訊傳播科技而來的「新式的」感

覺，也促使資訊傳播科技產生重要的變遷。 

 當然，「再組合」加上「新奇感」，依然與新媒介設計及使

用連繫在一起。各種新的特色或使用方式持續被引介出來，儘

管目前這些特色及使用方式傾向把現有的功能加以融合、開展

或延伸，而非提出全新或令人不熟悉的功能。如絲塔兒與鮑克

(Star and Bowker)於第十一章所指出的，如同其他各種業已建立

的基礎架構，新媒介亦「建立於既有基礎之上」。最遲在二十

世紀晚期，大眾媒介已經穩定地演變為幾項主要的管道或形式

(原因在於頻寬有限，以及技術標準與正式標準皆已獲得建

立)，然而新媒介的情形卻非如此。新媒介不論在形式方面或

種類方面，皆持續呈現分枝、再組合與擴張。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 1964)提到，舊媒介往往會成為新媒介的內容。在今

日，這種情形已經成為一種持續進行的「媒體融合」(remediation)

過程。在這項過程中，新媒介對舊媒介進行取用、再塑造或吸

收。因此，不但新媒介得到塑造，人們熟悉的媒介亦受到再塑

造(Bolter and Grusin, 1999)。 

 隨舉幾例，幾年之間，「部落格」(blog)已從一項奇特的新

玩意兒，發展為普及且受歡迎的線上傳播模式。在製作部落格

時，採用了便於使用的軟體，不論網頁圖像、超連結，或是舊

式的共同參與電腦通訊形式(例如電子佈告欄、視訊會議以及

電子郵件)，皆整合至部落格的製作軟體中(Coleman, 2004)。同

樣地，在傳送手機簡訊時，運用了電報式的精簡用字風格、先

導 研 究 計 畫 網 路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縮寫為ARPANET)時代的「情緒圖示」(emoticons)、

行動電話可攜性及個人對個人通訊管道結合在一起(Ling, 

2004)。多人遊戲運用了網站、超連結及聊天室作為門戶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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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成千上百的使用者進入豐富動畫及劇院效果的線上世界，在

同一時間進行參與及互動，兼具「玩家」及「觀眾」兩種身份

(Gee, 2003)。上述各例子不僅令各種資訊及通訊的可能性得到

拓展，提供新式及不同形式的社會關係及經驗，還對較為舊式

的形式(例如日誌、語音電話或電玩)進行「媒體融合」

(remediation)，而非取代或置換。 

 

二、網路隱喻 
 

 新媒介的第二種社會形塑模式，即網路隱喻(network 

metaphor)，認為： 

 

⋯⋯點對點的網路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組織及技

術組織的原型⋯⋯網路意味著一項大範圍且多層次

的交互連結，在連結中容納了許多端點或節點(個人、

群體、機器、資訊的集合、團體組織)。各節點之間的

連結，不論處於系統中哪個位置，皆必須視實際需求

而被創造出來，或是被捨棄。每一個節點皆可作為訊

息的傳送者或接收者，或是同時作為傳送者或接收者

(參見本書原文第 24頁)。 

 

 不論大眾社會、大量產製及消費或大眾媒體，通常皆與階

層式、單向配送構形連繫在一起。但由上述觀點來看，網路脫

離了這種構形。社會若被視為「由各個網路所組成的網絡」

(Castells, 2002)，學者就會重新思考曾居主導地位的「一對多」

大眾傳播框架。此外，這種「一對多」的大眾傳播框架，較之

於「一對一」及「多對多」(或 n對多)的傳播模式，兩者之間

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對此，學者正在重新思考。不論意欲管

理社會關係之中的權威、信任、參與，或是意欲對資訊進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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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或散佈，這些變動且多層次的構型皆具有重要意涵。在進行

傳播及資訊的尋找及分享時，已經出現了各種新式且混種的模

式，其中納入了每一項有助於眼前目的的傳輸型式。上述「n

對多」與「大眾傳播」或「廣播傳播」間的區別，也許正在被

各種新式且混種的模式所取代。當然，在先進科技社會中，若

要進行文化、社會或科技的論述，皆愈來愈受「網路隱喻」所

主導。舉例來說，不論贊同或批評「全球化」，「網路隱喻」皆

是這兩種立場背後的基本假設。此外，在九一一事件之後，也

浮現出諸如安全、社群、移民、交通、貿易、政治動員、資訊

流動⋯⋯等論述，在這些論述之中，網路隱喻亦佔中心地位。 

 

參、資訊傳播科技的各種結果 

 

 新媒介科技的結果(亦即在雙向形塑過程中，所帶來的社

會科技結果)，也令新媒介科技與下列的「大眾」項目區分開

來：大眾媒介系統、大眾傳播過程及大眾閱聽人。在第一版中，

我們特別討論兩項結果 ：普遍性(ubiquity)以及互動性

(interactivity)。 

 

一、普遍性 
 

 「普遍性」(ubiquity)意謂著，「若在社會中應用新媒介科

技，則社會中的每個人皆會受其影響，不論個人是否親自使用

了這些科技」(參見本書原文第 25頁)。十多年前在美國提出了

「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的存在，可作為「普遍性」的一項

例子。更準確地說，可證明「普遍性」是人們需要且又無可避

免的(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1995; 199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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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落差」這項議題後來在全世界激發了許多實務方面

的研究和評論，支持及批評者皆有。有些學者認為資訊傳播科

技在分配方面呈不平均及不平等，再加上能否具備能力來運用

資訊傳播科技，這兩種情形意謂著一項明確且急迫的社會問

題。其他學者則觀察各社會群體間的數位落差，探討其程度及

意義；或認為只要靜待科技普及，問題即可迎刃而解(參見 Bucy 

and Newhagen, 2004; Compaine, 2001; Gandy, 2002; Lievrouw and 

Farb, 2003; Light, 2001; Loader, 1998; Murdock, 2002; Selwyn, 

2004; Warschauer, 2003)。這些辯論引發了不同的政策及管制計

畫，例如：美國對公立學校進行「教育優惠率」(e-rate)的補助、

歐盟「資訊社會」方案，皆欲消弭存在於各種族及經濟族群、

省份、鄰近地區、國家、區域間的數位區隔及數位落差問題。 

 這塊領域吸引了許多目光及相關研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

在於其所依據的假設：資訊傳播科技的普遍性有助公眾利益。

然而，對於是否應毫無保留地全力推廣資訊傳播科技、網路取

用管道增加，或其他新媒介科技取用管道的增加是否全然皆為

好事，這方面的分析卻出乎意料地少。在談到資訊傳播科技的

取用管道模型時，通常皆以電話為例子。電話被視為一項基本

必需品，因而在進行管理及管制時，皆以「普及服務」或「普

及取用管道」的原則或義務為基本依據(Lievrouw, 2000)。相較

之下，若談到大眾媒介的普遍性(或是其缺乏)，一般並不以上

述方式來作為框架。例如，在推廣電視及廣播時，若想知道是

否存在著「電視落差」或「廣播落差」，並沒有這方面的文獻

可供參考。相反地，對於控管或減少看電視的時間(減少兒童

收視)，或是對於成人觀看電影、錄影帶及打電玩時所應進行

的分級管制，倒是投入了大量的研究�D。 

                                                 
：從歷史上來說，大眾媒介之中唯一獲得全力推廣的，一直是印刷�D
文字的「識字」及「閱讀」。西方已開發社會中，「識字」一直被視為是
下列事項的先決條件：經濟參與、社會／政治參與、自我效能以及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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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性」在受到期待之後，如何影響資訊傳播科技的發

展及使用？另一個例子為愈來愈普遍使用且用途寬廣的「行動

科技」(mobile technologies)。藉由電晶體、微晶片以及近期的

奈米科技，已經能製造出更小型且更利於攜帶的電子裝置。因

此，對於這些裝置能用於何處、由誰使用、用於何種目的，所

抱持的期望亦產生了轉變。今日，對於「行動性」(mobility)

所抱持的期望，已不僅在於將裝置縮小，還在於能適用經共通

標準而建立的普遍互通性傳遞網路(例如，行動電話的三頻或

四頻技術、無線上網所使用的 802.11B／藍芽／wi-fi技術；Ling, 

2004)。在傳統的工作場所、教室，或家庭環境中，所安裝的

媒介皆為大眾媒介，即科技設備放置於固定位置，且供公眾使

用。相較起來，今日的行動科技被設計作為個人工具或個人配

件，不論使用者、服務或資源所處的位置為何，藉由行動科技

皆 能 提 供 管 道 來 傳 遞 個 人 化 內 容 及 個 人 化 通 訊 服 務

(Livingstone, 2002)。 

 

二、互動性 
 

 不論在媒介管道或內容，「互動性」為第二項足以區別新

媒介與早期大眾媒介的「結果」，而且普遍與新式管道連繫起

來。亦即各種媒介科技在提供使用者「選擇資訊來源，以及與

                                                                                                             
「識字」是一項基本必需品，也是基本權利，因此必須提供公眾教育、
圖書館，以及郵政服務。近年來，「識字」與「閱讀」這兩項詞彙，已
被借來討論其他種類的媒介使用及消費。因此，其他種類的溝通及資訊
技能已與「識字」相提並論。這些技能也如同「識字」一樣，被認為是
一種權利(參見 Kellner, 2002; Kress, 2003; Livingstone, 2004a; Luke, 1989; 
Manguel, 1996; Snyder, 1998)。電話的使用亦為另一項類似的情形。自從
一九三四年美國的電信法案(Communications Act)之後，電話系統就被定
義為一項普遍性服務。相較之下，一直到最近幾年之前，電話則不被認
為是一項大眾媒介，甚至根本不被認為是一項媒介(Sawhney and Barnett,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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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互動」時，可以讓使用者擁有選擇，並且讓使用者取用

(參見本書原文第 25頁)。在各種新媒介管道中，展現了立即

性、回應性以及互動性的社會臨場特質。相較於大眾媒介，新

媒介管道不論在品質或實質方面，皆呈現出不同的經驗(「互

動式」這個詞彙，有時應用的太過廣泛，甚至連電視搖控器也

可稱之為「互動式」。容或如此，較之於新媒介仍顯不同)。媒

介所帶來的中介式互動本質及品質為何，仍持續引發辯論，尤

其若與「面對面」的對話進行對照，且將「面對面對話」假定

為人際溝通的「理想」模式(參見 Lievrouw and Finn, 1990)。然

而，長久以來在探討新媒介及大眾媒介時，「互動性」已被視

為一項明確的差異(參見 McMillian所著本書第十章；

Ball-Rokeach and Reardon, 1988; Bryant and Street, 1988; Rafaeli, 

1988; Reeves and Nass, 1996; Rice and Associates, 1984; Rogers, 

1986)。 

 

肆、從大眾媒介到中介 

 

 由上述可知，若相較於大眾媒介，當今的媒介傳播不論在

過程或效果方面皆明顯不同：當今媒介是再組合的、網路的、

普遍的及互動的。不論新媒介研究或學界，皆已將論點由各種

大眾社會理論移轉至後工業或後現代社會理論。這些關於媒介

及傳播研究的發展，整體來說還能呈現出哪些意涵？ 

 如第一版所述，此一領域仍存在一個持續的問題突顯了以

下的困難：若藉由媒介科技及資訊科技來探討人們的社會性以

及各種文化方面的實務，可以找到哪些相關的共有特徵？二十

世紀末期，隨著大眾傳播的主導勢力開始瓦解，研究「閱聽人」

的學者已準備尋求不同的詞彙，用以瞭解媒介的力量，亦即不

再採「效果」或「影響」方面的詞彙，而改採「主動的閱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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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 audience)(Livingstone, 2004b)、「擴散的閱聽人」(diffused 

audience)以及「內嵌的閱聽人」(embedded audience)等觀念；或

是，更廣泛地來說，朝向各種「新閱聽人研究」(new audience 

studies)(Gray, 1999；另請參見 Ang, 1990; Hartley, 1998)。這種重

新思考，是由詮釋學派及民族誌學的轉向而得到啟發，然而整

體來說，這兩方面的轉向在所有社會科學中皆造成了波動，不

僅限於媒介研究領域。此外，上述關於「閱聽人」的再思考，

仍是以「電視」為主要研究對象，儘管電視已變得較為全球化、

多樣化，甚至變為「互動式」，但主要仍用於家庭休閒娛樂，

直至目前依然如此。 

 由於娛樂、教育、工作與公民活動、人際溝通的匯流，資

訊傳播科技的「趨同」同時受到引發及形塑。由於上述的趨同，

在看待人類與資訊傳播科技間的關係時，必須從根本層面上重

新思考，也須更瞭解資訊傳播科技。今日，由媒介所引發的內

容及互動，在社會方面是多樣化的(而非直接施加給大眾)，各

管道在科技方面趨同(而非採取相異的系統)，傳播過程則是互

動式的(而非一對多，亦非呈分離的產製者與接受者角色)。正

如我們在第一版中所言，「藉由新媒介及資訊科技，開啟了更

為新式、更為互動的媒介接觸模式，包括：玩電腦、瀏覽網站、

搜尋資料庫、寫電子郵件以及回應電子郵件、造訪聊天室、線

上購物⋯⋯等」(Lievrouw and Livingstone, 2002: 10)。此外，後

來還加入了其他活動：部落格、快閃族(mobbing)、簡訊傳送、

即時通訊、冒充網路位址(spoofing)及其他尚未提及的活動。若

把新媒介的使用、應用、活動及內容加以列表，這張表會持續

呈現更動，而表中所列名詞，有些是個人的，有些是集體的，

有些則呈現兩者混合；有些描述通訊內容，有些描述通訊行

動，有些則兩者皆描述。 

 顯然地，若要捕捉出這種活動的多樣性，單靠閱聽人這個

詞彙是不足夠的。我們並不能使用網際網路閱聽人(interne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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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ence)這樣的詞彙，僅管有學者如此嘗試。有更多學者嘗試

以「使用者」(user)這個詞彙來代替但亦不理想，「使用者」這

個詞彙太過廣泛(並不屬於資訊或傳播所獨有)、太過工具式(如

果人們是電腦或電話的「使用者」，他們也可以是下列物品的

使用者：筆、電池、洗衣粉、汽車以及其他並不涉及人際接觸

的物品)、太過個人式(「閱聽人」這個詞彙，呈現出集體的地

位及力量，也呈現出「互動」所具的關係感及共同享有的瞭解。

然而，這些意涵並無法由「使用者」這個詞彙來表現)，而且

太過物質(所指的是通訊所用的工具及技術，而非其內容、意

義、互動或共同享有的瞭解)。網際網路使用者(internet user)這

項詞彙若是行得通，僅因這個詞彙是完全模糊的：這個詞彙不

把任何一項事物排除在外；對於人們如何與網路接觸以及如何

瞭解網路科技，這項詞彙也並未提出任何明確的說法。「網路

使用者」是一項空洞的名詞，它將「使用」以及「使用者」加

以同質化，且置於同一個類別之下，若遇到需要比較的時候，

僅以「非使用者」這樣同顯空洞的說法來對照。因此，在接觸

目前的資訊傳播科技時，選用的詞彙必須面對兩項問題：如何

傳達出「新式的」感覺，以及如何明確將傳播與資訊連繫起來。 

 那麼，我們應使用什麼詞彙？與其他的詞彙相較，若使用

「人」(people)這項詞彙，並不稍遜，甚至比一些其他的說法

更好。這項詞彙並非了無新意：在談論社會科學以及資訊傳播

科技的工程面時，試著用人來代替使用者，我們立刻會發現：

不論人類的利益、關注事項、知識或權利，皆立刻躍昇為焦點

(試想，若以下列講法來代替「人」，感覺會有多麼不自然：「閱

聽者」的公民潛力、「使用者」的權利、以及「消費者」的創

造力)。人這個詞彙可以捕捉人的個人性質，也可以捕捉人的

共同性質；對於人所具有的能力及利益，這個詞彙皆呈現中立

的立場，卻能明確地替人的需求及權利而發聲，並把人的多元

性及多樣性視為理所當然。人這個詞彙，適用於每一類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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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引介新的術語，而且將「我們」(亦即旁觀者)納入這項分

析框架之中。此外，人這個詞彙若用於英語之外的語言，也是

很方便的(在別的語言中，不見得能立刻找到閱聽者、使用者

以及消費者的同等詞彙)(Livingstone, 2005)。 

 「人」這項詞彙，也將人的能動性及行動置於新媒介研究

的核心。如此一來，被視為中心的，即非我們施加給新媒介研

究的各種條目或類別，亦非進行新媒介研究時使用的各種裝

置。同樣地，若較之於「大眾社會」之中大多數的概念，「人」

這項詞彙亦與之相異，因為在大眾社會之中，個人或是團體的

能動性皆較不受重視或受到忽略；而且因為大眾傳播在看待各

種傳播行為時，主要視其為對於刺激所產生的反應，並且以「接

收」及「效果」等詞彙來解釋，而非以「行動」來解釋。有趣

的是，有些媒介學者試圖拯救並重建「閱聽人」這項詞彙，藉

由強調閱聽人成員的能動性，並將「閱聽人」與具創造力及自

我組織的公眾並列(Livingstone, 2005)。這種情形顯示了焦點的

轉移：從探究與媒介間的簡單關係，移轉至以日常生活中的能

動性為依據，來進行較為情境化的解釋。 

 如果我們嚴肅地看待能動性及行動，就必須賦予媒介及資

訊科技新的框架。透過這種新框架來看待媒介及資訊科技時，

不僅視其為有力的訊息生產裝置，也對行為及社會產生影響；

亦視其為各種資源，可以為人們提供各種機會以培養其能動

性；亦視媒介及資訊科技為各種工具，能供人們利用以產生行

動；若將新媒介視為能動性及行動的資源，即從位居主導的大

眾媒介觀點(亦即媒介是相較之下較為固定、穩定，且去個人

化的體制式實體，可對人們造成影響)，轉移至另一項觀點，

即納入人與媒介所共同進行的活動，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活動。

如此一來，在進行傳播方面的研究及學術時，我們即重新朝向

「中介」的過程。 

 先前，我們將新媒介定義為傳播及資訊的基礎架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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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特定型式的器物、實務以及社會安排所組成。這些組

成成份以不同方式受到社會的形塑，並產生各種社會結

果，並以這些結果來作為新媒介的特徵。我們可以再進一

步將傳播(communication)定義為一項經過協調的行動，能夠

達成瞭解或進行意義分享(Rogers and Kincaid, 1981)。對於資

訊(information)，則可以定義為經歷傳播過程後，經過組織

的、被表達出來的，以及可被瞭解的表現或成品；「傳播」

與「資訊」以交纏的方式連繫在一起，而且相互依存(Lievrouw, 

2001)。因此，對於傳播方面的動作及表現，可藉由中介

(meidation)來促成、獲得支援，或是加速。「中介」不僅是以

科技的方式對傳播過程或資訊產製進行干預，或將科技置入

傳播過程或資訊產製之中，還包含了基礎架構的三項要素：

器物(例如字母、電路、鍵盤及滑鼠、作業系統、電話交換機、

電影資料庫、衛星收視天線、金錢等)、實務(例如手勢、說話、

電話或電子郵件禮節、語言、手稿格式、打字、線上檔案分享、

時尚、合約法條、電視節目表、部落格等等)以及社會安排(例

如單親家庭、唱片公司、智庫、國家電影局、競選活動、社區

建言網路、電影製片廠等等)。各種新資訊傳播科技提供了：

資訊及傳播行動的普遍性、各種經再組合的取用／使用／內容

模式、各種動態的點對點網路結構、以及個人的參與感及互動

性。上述事項皆可被視為當今的中介模式，而這些模式與大眾

媒介所能促成者有所迥異。 

 有幾位學者已提出一項看法：在新媒介研究中，「中介」

本身應被視為一個中心框架，原因在於：「在我們的傳播式社

會之中，以文本與人之間的各種中介為依據。人藉由文本來進

行傳遞，並與他人相遇。這種情形，正如同文本藉著人來進行

傳遞，並與其他文本相遇」(Fornas 2002: 104)。而新式資訊傳

播科技則為上述的相遇過程帶來了各種特別且具挑戰性的問

題。例如，佛赫斯特(Stefaan Verhulst)在討論「新中介生態」(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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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on ecology)時指出： 

 

由於新資訊及傳播科技的來臨，引發了一項想法：中

介的重要性遭到削減，而且我們不再擔心資訊匱乏。

這兩種現象皆為我們所見。隨著各種科技的興起，眾

人原本預測「去中介」(disintermediation)的過程將會隨

之而生。然而，目前我們不得不面對一種「再中介」

( reintermediation)的過程，其特色在於：由新的行為者

及新的方法來進行資訊的散佈，並且對現實進行框

架⋯⋯對於各種新中介力量所可能帶來的結果，我們

才剛開始獲致瞭解⋯⋯(Verhulst, 2005)。 

 

 有些傳播研究學者向來抱持著一種現代主義的觀點，即大

眾媒介科技(若加以延伸，就是「中介」本身)扭曲了人際之間

的互動，或令這種互動受損。現代主義者認為若非媒介科技作

梗，人際間的互動將可呈現出一種理想化、均衡的經驗。這種

現代主義觀點亦同樣受到席維史東(Roger Silverstone)批評。他

認為若想瞭解今日的媒介，除須瞭解其「字面上」的意義，還

須瞭解其「隱喻」的意義。原因在於：不論科技、體制、訊息，

或意義，彼此間皆不斷地進行互動及交互影響(Verhulst, 2005: 

30)。 

 從大眾媒介(單一的)轉移至各種網路社會及關係(多元的)

之後，不論人對於媒介科技的參與，或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皆產生了相對應的轉變；由大眾閱聽人(雖然能提出強大的集

體回應，但影響力僅止於當地)轉移至多樣中介式及非中介式

傳播及資訊分享(在這種分享之中，不論集體力量或個別行

動，皆彼此互相形塑，而且通常不受限於地方或國內界線)。

在本書各單元中皆可清楚見到這項轉變，即便「人」在受到定

位以及進行自我定位時，會因身處不同領域而產生很大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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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對於新媒介研究者而言，若將新焦點置於「中介」上而非

媒體本身，不論其意欲進行批判式檢驗或經驗式檢驗，皆象徵

了一種新階段。 

 

伍、如何使用本「修訂學生版」手冊？ 

 

 學術界的出版品若發行第二版，往往僅是改採平裝本，且

將第一版照印一次。本書的修訂學生版雖然不採取這種作法，

但亦非全部重新改寫。對於初踏入此領域的人士而言，若非專

精於本領域，不論學者或高階學生仍能從本書中獲得合乎潮流

且全面的介紹。對於研究新媒介的學者而言，亦可作為參考書

籍。然而，本書主要的目標讀者為大學高年級或研究所低年級

的學生以及授課講師，為這些人士提供一本主要教科書或是必

讀的背景讀物。相較於較為入門的教科書，本書更具深度及廣

度。本版從第一版取材時，所選取的文章旨在能為新媒介研究

的主要概念及議題提供最為清楚的總覽架構。本版的作者群已

依據各自專長領域中最新的學術現況及發展，對各篇文章進行

修訂及更新。 

 第一版原分為六大部分，我們如今已重新組織且精簡為三

個廣泛的領域，分別處理：文化及社會、系統設計與產業、機

構與管理。每一章皆著重於單一關鍵議題、概念，或一套相關

聯的問題。每一章亦皆提出基本文獻回顧，並結合概念方面的

組織或框架，讓這些文獻能被用於更為廣泛的觀點。舉例來

說，在課程一開始的簡介部分可以涵蓋上述三個領域。在進階

課程中則可將焦點置於其中一或兩個領域。教師也可以依據自

身規劃的特別內容或專業來選擇自己所需的章節。 

 我們之所以採取這樣的方式，其中一項理由在於：今日大

多數學生在選讀新媒介研究課程之前，生活背景中便已充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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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科技，不論對於行動電話、個人電腦、PDA、無線網路等

等，皆已能得心應手地使用。許多學生也擁有並編寫自己的網

頁、部落格，並下載音樂、電影、手機鈴聲，也玩線上遊戲，

並與家人朋友一起使用線上聊天室或互傳手機簡訊。此外，亦

可利用網路撥打長途電話、在網路上購物(從衣飾到教科書)，

並運用科技來組織及參與政治、文化團體。對於十年前甚或五

年前的學生來說，今日的學生在科技運用方面要內行得多。 

 學生每天皆會運用科技，並視其為理所當然，然而，學生

通常忽略了科技與各種情境之間的關聯，包括了歷史、經濟、

社會或行為。若要學生對新媒介進行批判式思考，他們仍缺乏

所需的背景知識，亦即新媒介來自於何處、如何使用、以及系

統的建構與運行方式能讓誰得益、令誰受害。這裏所提供的總

覽，讓學生能更瞭解本身所進行的傳播溝通，以及所使用的裝

置，並且提供學生知識基礎，有助於對未來的媒體選擇及使用

賦予框架。 

 各章作者在面對各自領域之中的關鍵辯論及問題時，已應

我們的要求，依各自不同的學術及學門傳統為情境，描述並指

認出這些辯論及問題。因此，新媒介的學生亦應密切注意各章

節之間的關係。不同的作者是否持同樣的看法？他們的觀點是

否能彼此相容，得以在一個特定的新媒介研究領域中共同拼湊

出一幅圖像？各學者是否各自為讀者提出新媒介研究中相互

競爭的觀點，讓讀者自行選擇要跟隨哪一位學者，並能在各種

相異的解釋迷團中選擇自己的路徑？ 

 例如，在蓓恩(Nancy Baym)所著的章節之中，討論了各種

線上人際關係，對於新媒介如何加速社群建構，蓓恩的看法與

簡考斯基(Nicholas Jankowski)所著章節有相符之處。研讀新媒

介的學生也許會問：蓓恩所採的「微觀」分析(焦點置於個人

之間的人際溝通及關係)是否契合於簡考斯基所採的「中觀」

(meso-level)分析途徑(焦點置於團體及集體)(Alexander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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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對於由媒介所引發的關係以及未來的媒介研究方向，

甚至對於最能獲致結果的研究方式，這兩位作者所提出的結論

有何異同？若研究媒體在團體中所引發的關係，例如霍琳雪德

(Andrea Hollingshead)與康崔特(Noshir Contractor)所著章節，是

否也採用相似的方法，並獲致相似的結果？這兩位學者將焦點

置於「網路」，較之於將焦點置於「社群」或「關係」，是否能

作為一項更有用的研究框架？ 

 若對本書各部分章節進行比較，亦會浮現出類似的問題。

例如，在「第一部分」之中，巴金漢(David Buckingham)將兒童

視為數位時代新媒介的獨特個人使用者，甚至將兒童視為先

驅。在「第三部分」中，佛赫斯特追溯管制框架。大眾在面對

新媒介時(尤其是網際網路)，能藉由這些框架來獲得保護，相

較於其他的群體，兒童及法律上的未成年人常常被認為容易遭

受不當或暴力媒介的危害，因此需要這種保護法令。然而，一

旦將兒童視為容易受傷的高危險群，這種見解是否合乎巴金漢

的看法(視兒童為異質的、尋求樂趣的、願意參與的)？這兩位

作者雖採取不同的觀點，但在面對「第二部分」之中麥蜜蘭

(Sally McMillan)所提出的三種互動性形式時，這兩位作者是否

皆將其納入考慮？或者，這兩位作者是否有可能藉由將焦點置

於更為新式的互動媒介形式，而令麥蜜蘭所提出的分類得以獲

致增添或延伸？在研讀本書時，我們鼓勵學生橫跨各個章節，

並採取批評式及比較式的閱讀方法所得到的結果，很可能是先

前預料不到且具啟發性的。 

 不論學生或教師，對於筆者在本緒論之中提及的看法，以

及在第一版緒論中所提及的看法，皆應加以思考。我們已經提

到，新媒介之所以異於大眾媒介，在於新媒介發展出「再組合」

以及「網路化」的方式，以及新媒介具備的「普遍性」與「互

動性」結果。這四項主題如何於其他的章節反映出來？又能反

映至何種程度？若想尋求證據來證明再組合、網路隱喻、普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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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互動性，該去哪裏找尋？又應如何找尋？我們是否遺露了

其他同等重要的特徵，甚或更重要的特徵？在大眾媒介之中，

又有哪些近似於新媒介的特徵？藉由以新媒介研究的文獻為

依據，我們提出一項立場：各種傳播研究，應該將主要焦點從

大眾媒介轉移至「中介」過程本身。對此，您的看法如何？是

否應分別研究大眾媒介與新媒介，亦即使用不同的理論及研究

方法？若是如此，這兩種媒介研究分別最適於哪種理論及方

法？ 

 本書以韋伯斯特(Frank Webster)所撰寫的章節作為結束。

在面對新媒介時，他所抱持的懷疑態度是很知名的。不論政

府、科技人士、產業界或大眾文化，皆以諸如「網路」、「超」、

「上線」與「虛擬」等等令人目不? 給的詞彙，對新媒介提出

過度誇大的宣稱。就如同本書其他章節的作者，韋伯斯特對這

些宣稱及詞彙抱持著機警態度，這是很合理的。就如先前所

說，來自於後工業、後現代以及資訊社會的各種理論，已對新

媒介研究造成了強烈影響。為了判斷「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是否確實已經來到，韋伯斯特提出了一些嚴格的標準。

他認為如果我們審視大規模的經濟過程，而非審視客製化的、

個人的及互動式的「上網」經驗，我們即會發現：當代社會基

本上仍是階層式(hierarchical)的。如同本書其他章節的作者，

亦如同長久以來對於資訊社會進行批判式傳播研究時所持的

「延續性」(continuity)觀點(Schement and Lievrouw, 1987; Schiller, 

1981; Turow, 1990)，韋伯斯特堅稱：權力、資源與不平等，這

三者依然事關重要。對於這項堅持，讀者亦應將自己的想法與

之相印證。 

 在社會發生變遷時，「研究」及「學術」應扮演什麼樣的

角色？對此，我們意欲再提出最後一項看法。在新媒介研究中

及在大眾文化中(從更廣泛的範圍來看)，有一項歷時長久的主

題，亦即社會與科技方面的變遷，若與資訊傳播科技連繫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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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其變遷步伐以及變遷的迫切程度為何。圍繞著新媒介而產

生的誇大之辭，通常已經足以讓學術界用懷疑的態度來發出回

應：即便見到了社會變遷，我們亦難以對這種變遷進行瞭解；

即便能瞭解這種變遷，亦難對其進行測量及評估。然而，對於

新媒介所受到的政治及經濟方面管理，學者若想尋找方法來加

以批評、干預，或造成進一步影響，上述警覺亦意謂著一項挑

戰。在評估新媒介時，不論就智識或實務而言，我們皆不能忽

視所須遵守的嚴格標準，同樣地，當新媒介的問題成為公眾或

政治政策的討論事項時，學術界也不能漠視這些問題，否則學

術界本身亦會遭到漠視。這並不僅僅意謂著「學術標準」必須

與「政策干預」進行妥協。這種妥協的情形，也反映了長久以

來存在於媒介及傳播研究中的辯論，亦即：所謂的「行政研究」

傳統(administrative research)以及「批判研究」(critical research)

傳統(Lazarfield, 1941; Levy and Gurevitch, 1994；參見 Ferment in 

the Field, 1983)。從事新媒介研究的學者終將會問：主動地對社

會及科技變遷進行形塑，是否為研究者的責任？抑或應以純粹

旁觀者的立場來評估社會形塑過程為宜？進行新媒介研究之

後所獲得的知識，是否用於裨益有力人士或是既得利益者的策

略活動？抑或用來對這些人士進行批判？公眾的利益要如何

才能得到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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